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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作风建设的三种途径 *
黄新华　 曾昭腾
［摘　要］  从本质上看，“四风”问题是行政伦理失范、法律规制缺失以及公共权力异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
的结果，必须综合运用政治、法律和管理等多种治理途径，才能扎紧制度的笼子，持之以恒地正风肃
纪。其中，政治途径关注作风建设“目的”层面的治理，法律途径涉及作风建设“过程”层面的治理，
管理途径强调作风建设“手段”层面的治理。政治、法律和管理途径的相互补充，有助于避免单一途
径治理的片面性，兼顾作风建设的针对性与全局性，推动新时代的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让领导干
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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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
和奢靡之风的治理取得重大成效，但“四风”问题具有
的复杂性、反复性和顽固性表明，纠正“四风”不能止
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是因为从本质上看，“四
风”问题是行政伦理失范、法律规制缺失以及公共权力
异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必须综合运用政治、
法律和管理等多种治理途径，涵盖作风建设的“目的”、
“过程”以及“手段”等层面，兼顾民主性、正当性以及
科学性，才能扎紧制度的笼子，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一、作风建设的政治途径：“目的”层面的治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
之心”、“一切为了人民”在历代中国共产党人血液中一
脉相承。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深化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在
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加之市场经济环境中资本
逻辑的泛化，在权力监督不完善的情况下，少数领导干
部容易在“为了谁”这一问题上迷失自我，使“一切为
了人民”异化为“为特定对象”服务，官僚特权意识挥
之不去，享乐奢靡之风依旧潜行。
从政治层面看，“四风”问题是行政伦理失范导致
干群关系异化的外在表现。作风建设就是要保持党与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切为了人民”回答了新时代
作风建设“为了谁”的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最终目
标和归宿。“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
点和落脚点。”［1］中国共产党是连接国家与群众的桥
梁，领导干部是代表性、责任性与回应性的结合体。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继续努力，把人民的期待变成
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2］然而
“实践中的行政责任存在的权利冲突、角色冲突与利益
冲突”，［3］极易导致领导干部的行政伦理失范。作风建
设的政治途径关注领导干部的代表性、责任性和回应
性问题，是因为代表性回答了“领导干部是谁”，责任性
回答了“领导干部为了谁”，回应性回答了“领导干部
如何行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中国
民主政治的逻辑起点。领导干部要代表群众，对群众
负责，受群众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了宏观层
面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安排，但落实的关键在于中观
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制度设计。中观层面制度设计的核
心在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
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4］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必须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
型政府“权利本位”和“人民本位”的建设理念，契合
了领导干部的代表性、责任性以及回应性。
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功能是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提供
公共服务。2004 年我国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以来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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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的进展，但总体来看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5］
针对公共服务供给端偏离群众需求端是我国服务型政
府建设的主要问题，［6］必须建立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供
给与群众真实需求之间的机制，在公共服务需求端形
成合理顺畅和多层次的群众需求表达机制，在公共服
务供给端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包揽一切的公共
服务供给方式。通过需求端和供给端的改革，构建需
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让群众需求真正落实
到领导干部的具体工作中。
微观层面的制度设计在于推进协商民主。“构建
服务型政府必须以人民为主体，拓宽群众参与政治事
务的渠道。”［7］从理念上说，我国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
参政议政上早有共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
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
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8］但是协商民
主的具体制度设计尚不成熟，存在着干群之间对话不
平等，互动程序不规范等诸多问题，权力意志有时会屏
蔽利益诉求。推进作风建设的协商民主，必须积极塑
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群众参政议政的主体意识和
法治意识，“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
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
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
决策实施之中。”［9］
作风建设的协商民主将推动传统意义的“党群管
理”向现代意义的“党群治理”的转变，这一转变需要
建立以自由、平等和理性为核心原则的参与和对话机
制。“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定
型，但公共领域的发育不良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建设的一个短板。”［10］要使公民能够真正参与到作风
建设中，必须建构开放包容、互动合作的群众参与机
制，规范群众参与对话的主体资格、参与范围、参与方
式及实现途径，赋予群众充分的话语表达空间，并充分
发挥人大、政协、公共论坛、网络媒介的作用，让群众意
见能够真实的被领导干部所获知。
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充分了解人民群众的需求后，
作风建设的政治途径还必须构建一个高水平的政治回
应机制，这是新时代作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判断
一个政治回应机制的成熟程度，不仅要看回应与否，还
需要以及时性和有效性作为评价标准。由于缺乏常态
化和规范化的回应机制，少数领导干部对群众的诉求
存在扭曲性的回应，这种低水平的回应导致领导干部
的代表性和责任性丧失，因此必须建构制度化的政治
回应机制完善协商民主，将“一切为了人民”内化为领
导干部的价值理念，让群众的诉求真正成为领导干部
行动的目标。
二、作风建设的法律途径：“过程”层面的治理
通过作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全面从严
治党的应有之义。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必须
要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新时代的作
风建设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党
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一体建设。法律将成为新时代作风建设的支柱力量，
运用法治理念、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治理“四风”问题，
是作风建设走向制度化与常态化的必由之路。
法律途径的作风建设要求全面从严治党由人治向
法治转变。2013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要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的崭新命题，新时
代的作风建设纳入法治轨道，将推动作风建设由传统
“整风”模式向现代“治理”模式转变，坚持“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11］
的理念，规范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及其行为。领导干部
在使用权力进行国家治理的时候必须依据法治原则，
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确保权力应用的合法性，从而把
权力置于法律制度的笼子里，使权力运行公开透明。
法律途径的作风建设可以考虑将中国共产党党内
作风建设取得的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法
律，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等，以及颁布实施的“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这些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奠定了党内作风建设的制度基
础，但也突显出作风建设“政策治理”而非“法律治理”
的局限。新时代的作风建设可以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
并相对成熟的纪律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提升作风建
设的法治化水平。
作风建设的法律途径还必须强调法律程序的正当
性，因为程序正当性可以确保基本的公正，具有对权
利的保护及对权力滥用的制约功能，有助于从根源上
治理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经过 30 多年
的法治建设，我国已出台了《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
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这种
为行政行为制定单行法律的立法创举，极大地推动了
我国法治行政的建设。”［12］在地方性程序立法方面，
也有近十个地方政府制定了相关的行政程序规定。［13］
但是毋庸讳言，我国行政程序法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
段，全国性《行政程序法》的缺失导致“对行政程序瑕
疵的类型、法律后果及处理方式尚缺乏系统而完整的
规定。”［14］领导干部行政程序法治观念的不足，表明
作风建设存在法律规制缺失的问题，为“四风”问题的
存在提供了制度性空间。
法律程序正当性的作风建设，可以采用统一行政
程序法和单行法律相结合的方式，在完善单行法律在
特定行政领域具体性规定的基础上，坚持统一行政程
序法的原则性规定，通过整合原则性规定的“一般法”
与具体性规定的“特别法”，建立健全一套规范行政行
为的完整的法律体系。为此，必须尽快制定并出台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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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行政程序法，通过行政程序法律的约束，明确程序
的主体、范围、方法、路径，让领导干部的权力可依据具
体明确的程序规范而行使。为使程序正当的法律发挥
实效，必须使领导干部准确把握法律的实质内容，了解
其内在价值取向，形成自觉遵守与执行法律的氛围。
作风建设的法律途径有利于促进领导干部带头自
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杜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
违法、徇私枉法等不良现象。“党的领导干部要把对法
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在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
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15］法律途径的作风建设并
不否定德治的重要性，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道德建设与法
治建设必须同肩并进，以法律制度内化道德理念，以道
德理念夯实法律制度。
三、作风建设的管理途径：“手段”层面的治理
“四风”问题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形式主义和官僚主
义。形式主义体现为少数领导干部关注外在形象和表
面功夫，重投入轻结果导致文山会海和形象工程。官
僚主义则体现为少数领导干部的官僚等级观念和独断
专权的行为。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又助长了享乐主义
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虽然难以全面概述其表现形
式，但缺乏务实之风是“四风”问题的共性。从公共管
理的角度上看，“四风”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是公共权
力不受制约，导致权力主体对公共资源的不合理获取
与不恰当支配，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
针对作风建设的公共管理问题，可以借助“结果导
向”的管理途径深化作风建设。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绩效管理、战略管理、危机管理、目
标管理、合同制管理以及全面质量管理等一系列管理
技术与工具引入到公共部门中。这些管理技术与工具
的适当借鉴，对于推进作风建设具有实践价值。尤其
是重视结果导向的绩效管理，可以有效矫正作风建设
“运动式”整治的缺陷，满足构建新时代作风建设机制
的功能需求。因为与其他管理手段不同，绩效管理注
重管理的成本与效益衡量，通过对工作实际情况的综
合表述，“是一种能够改善工作绩效和克服官僚主义的
有效管理技术。”［16］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以产出
和结果为基础的责任机制，通过责任追究绩效管理可
以成为“对无为或者不积极作为的懒政现象的一种治
理机制。”［17］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要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以结果导向为中心的管理途径是相对于投入导向
而言的一种作风建设新理念，意味着对领导干部的工
作绩效考核以最终结果为依据。这种管理途径的作风
建设可以消除繁文缛节，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感和提
升工作的激励效果。但在绩效管理引入我国公共管理
实践中以来，对于工作的实质结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
注。十八大后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有所转变，但由于路
径依赖的惯性，结果导向的绩效管理尚未完全落实，由
此导致的问题表现在多个方面并产生了严重负面后果。
［18］加上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呈现出封闭的属性，［19］容
易割裂领导干部的绩效目标与群众现实需求之间的内
在联系。因此新时代作风建设的管理途径，必须关注结
果产出的成本收益分析，变革和创新公共部门的绩效管
理体制，建立一套科学化的领导干部绩效评估体系。
一方面，要将领导干部绩效评估的主体、指标、程
序、结果运用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规范化，并在此基础
上构建多层次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不仅要涵盖政治、
经济、社会、生态、党建等多个领域，还要涵盖成本与收
益等相关指标，明确绩效结果问责的内容和标准，完善
绩效管理的责任追究制度。针对当前我国公共部门绩
效管理外部行为主体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必须成立
由（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组成的绩
效管理问责委员会，确保问责的客观性和责任追究的
公正性。为使绩效管理的结果发挥应有的效用，必须
将绩效结果与公共部门的财政预算、人事安排、组织建
设和行政问责相结合，建立完善的奖惩激励机制，敦促
公共部门认真对待绩效结果并加以改进。
另一方面，为使结果导向的绩效管理能够确实推
进作风建设，必须采取相应的技术与方法以保证绩效
管理信息的完整与准确。绩效管理是一个信息的收集、
筛选、整理、输出、反馈的过程，其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
绩效信息的完整与准确。可以考虑结合政务公开和电
子政务的数据平台，通过数据挖掘确保绩效信息获取
的效度与信度。在评估方法上，必须通过定量与定性
分析相结合，提高评估结果的精确度和有效度，并依据
公共管理的需求适时引入新方法，尤其是第三方评估。
作为一种外部制衡机制，第三方评估有助于弥补公共
部门绩效管理的内在缺陷，提升公共部门的竞争力，形
成领导干部的绩效竞争而非利益竞争。因为作为公共
服务的直接消费者，第三方评估的公众参与能够激发
真实利益诉求的直接表达，通过第三方评估对公共部
门的监督，可以化解规避权力寻租，以社会评价方式影
响领导干部的行为。
作风建设的管理途径是提升领导干部工作效率与
效能的一种技术手段，通过绩效管理形成公共服务供
给的成本意识。但是管理途径的科学化治理，必须建
立在政治途径的民主化治理和法律途径的正当化治理
基础之上。因为绩效管理不能忽视公共部门活动的价
值前提与程序正当性，否则容易陷入“马基雅维利陷
阱”——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绩效管理不能凌驾于
法律之上，必须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必须“对其有效
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进行深刻认知，避免绩效管理在
实践过程中出现系统性异化。”［20］
四、结语
作风建设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作风建设永
远在路上”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构建作风建设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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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
一茬，症结之一就在于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21］
推进新时代作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围绕保持党同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
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要把
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以造福人民为最大
政绩，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让人民生活更加幸
福美满。”［22］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作风建设永恒的
主题，构建具有民主性、正当性和科学性的作风建设机
制，既要重视“手段”与“过程”层面的治理，更要关注“目
的”层面的治理。“目的”层面的治理是要正确看待人
民群众的地位，“过程”层面的治理是要依法维护人民群
众的权利 ,“手段”层面的治理是为满足人民群众的需
求。作风建设的政治、法律和管理途径的相互补充，有
助于避免单一途径治理的片面性，兼顾作风建设的针
对性与全局性，推动新时代的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让
领导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
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以正党风、顺民意、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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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the Mechanisms of Working-Ethos in a New Era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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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ence of “four ill-working-ethos”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dissimilation 
of public power, the anomie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and the absence of legal regulation. Therefore, we must 
make comprehensive use of various governance approaches such as management, politics and law so as to 
improve the system and change the ethos of work and life of cadres. The management approach involves the 
"means" level, focusing on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outcome". The political approach involves the "purpose" 
level, focusing on "representation, responsiveness and accountability". The legal approach involves the 
"process" level, focusing on "due process of law". The mutual supplement of management, politics and legal 
approaches can not only avoid the shortcomings of a single approach, but also integrate the three levels of 
"means", "purpose" and "process",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pertinence and integr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working-ethos mechanism. Therefore, cadres at all levels can abide by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are 
accustomed to working and living in a supervised and constraine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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